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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务法务新闻（2026年9月发行） 

Labormanagement.net News  

助力在日华人企业规避用工/经营风险 

VOL.009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中国律师／外国法事务律师 冯  骅 

 

 

员工涉嫌刑事犯罪，公司能否直接开除？中日劳务合规差异解析 

 

一、引言 

受中国劳务管理思维影响，许多华人经营者和 HR 遇到员工私下违法犯罪时，第一反应往往是直

接开除。毕竟中国法律规定，员工被追究刑责是用人单位单方解约的法定理由，但这套逻辑在日本并

不完全适用。 

我们来看一起日本的判例。一名越谷区检察厅的副检察官，在休息日前往温泉设施，用微型摄像

头架在男女露天温泉的隔板上，对着女性专用的露天温泉偷拍。事情败露后，法务大臣依据《国家公

务员法》及《国家公务员退职手当法》为依据，对他进行懲戒免职，外加不予支付 481 万 6724 日元

的退职金。 

他不服，于是把国家告上了法庭，主张处分过重、程序有瑕疵，要求撤销这两项处分。2025 年

10 月 30 日，东京地方裁判所作出判决，驳回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案虽然发生在国家公务员系统，但裁判所对“私生活犯罪与惩戒解雇有效性”的剖析，对所有

在日华人企业都具有指导价值。 

二、案情回顾 

时间 员工的行为 公司的应对行动 

2007 年 4 月 就任东京高等检察厅检察事务官 — 

2021 年 4 月 晋升为副检事,属于管理职位 — 

2022 年 4 月 

调任越谷区检察厅及埼玉地方检察厅越谷

支部副检事，负责刑事案件侦查、公诉提

起等业务 

— 

2022 年 8 月 27 日 原告休息日只身携带小型摄像机前往温

泉设施，在男女露天风呂之间的隔板上

架设摄像机，对女性专用露天温泉偷拍

了约 14 分钟 

温泉设施职员发现摄像机后，要求原

告出示联络方式及身份证明，原告照

办后自行离开 

2022 年 8 月 27 日当

晚 

原告回家后删除了个人电脑内保存的成

人影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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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27 日至

10 月 29 日（约两个

月间） 

原告未向上级报告此事，继续以副检事

身份从事刑事案件的侦查、公诉提起等

工作，期间承办案件中亦包含以偷拍为

嫌疑事实的案件 

— 

2022 年 10 月 29 日 — 御殿场警署以涉嫌违反静冈县妨害风化

行为等防止条例，将原告逮捕 

2022 年 11 月 2 日 原告接受总务部长与人事科长的面谈问

询，承认实施了相关行为，并就是否提

交自认书、日后去留等问题进行了沟通 

总务部长、人事科长赴看守所与原告面

谈 

2022 年 11 月 8 日 — 静冈简易裁判所对原告处以罚金 40 万

日元的略式命令；同日，法务大臣对原

告作出惩戒免职处分，不予支付退职金

的处分 

2023 年 1 月 18 日 原告分别向人事院总裁、法务大臣就免

职处分与退职金支给限制处分提出审查

请求 

 

2023 年 12 月 14 日 — 人事院总裁作出维持免职处分的判定 

2024 年 4 月 17 日 原告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请求

撤销上述两项处分 
 

2025 年 10 月 30 日 — 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请

求 

 

三、围绕争议点的法庭交锋 

本次庭审主要围绕处罚措施是否过重，未给予原告辩解的机会，以及退职金全额不支付是否违法

这三点来进行。此外，审理中另查明一个细节：原告在本次行为发生的数年前，已至少实施过一次同

类偷拍行为，这一情节在争议焦点部分对处分的走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 争议点①：本次惩戒免职处分是否属于处罚过重 

针对该争议点，原告主要从以下四个核心方面提出了他的理由： 

1. 案件性质与实际影响并未“极其重大” 

偷拍行为发生在私生活领域，且受害人仅有一名，其恶性程度并未超出此类案件的通常认知。并

且该行为引发他人效仿的可能性极低，不应被认定为对公务内外造成了极其重大的不良影响。 

2.  事实认定存在误解，且诉讼程序不当 

 原告此前无任何违纪记录。事后删除电脑中的成人图片，纯粹是为了表明“今后不再涉足此类

内容”的决心，而非恶意销毁证据。退一步讲，即便确有“以往的偷拍史”或“事后删资料”的情

节，由于处分机关在最初的《处分说明书》中并未列明这些事实，因此在诉讼阶段不应该事后补充援

引作为处罚依据。 

3. 处罚尺度明显双标，严重失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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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对比同类私生活违纪，比如说曾有检察官将摄像机藏入包中偷拍裙底、持有儿童色情物品，

甚至在电车内实施痴汉行为，均仅被停职 2 个月（仅有“两次潜入女厕偷拍”才被免职）。 

在职务违规层面，曾有其他检察官在公务中存在极其恶劣的违法违规行为，如收受被告人款待、

非法超期羁押 50 天以上、篡改笔录附件、纵容虚假事故报告、甚至明知判决违法却故意隐瞒导致刑

罚确定等，均未被予以免职。 

因此其认为本次对其作出的免职处分明显偏离了以往的处罚尺度，失去了应有的公平与均衡。 

被告反驳称，原告出于极端自私的动机，携带摄像机蓄意潜入女性露天温泉偷拍，具有明确犯意

与高度计划性，恶性极大且无任何从轻情节。原告身为唯一被赋予公诉权、担负极高职业伦理的副检

事，其犯罪行为直接破坏了国民对检察机关的信赖。更为严重的是，原告事发后隐瞒不报长达两个

月，期间竟继续承办包含偷拍在内的刑事案件，彻底动摇了检察权行使的公正性根基，且案件曝光后

引发民众投诉，负面影响广泛。 

被告进一步指出，原告不仅有偷拍前科，事后还涉嫌删除电脑图片并清除存储卡记录以掩盖事

实。这些恶劣情状即便未载入处分说明书，也理应在诉讼中作为依据提出。至于原告列举的过往案

例，被告强调，个案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仅凭抽象的行为类型进行简单对比。国家公务员法中的

平等对待原则，本就允许根据案件具体情节调整处分轻重，因此本次处罚绝无失衡。 

裁判所首先引用了最高裁的审查基准：只有当惩戒处分在社会观念上显著欠缺妥当性，或超出、

滥用裁量权时，裁判所才能认定处分违法。同时，人事院制定的惩戒处分指南的目的在于担保公正、

防止恣意裁量，具有高度合理性。因此，裁判所在审查免职处分时也应以此作为参考。 

原告利用不易发觉的微型摄像机，在女性专用的露天温泉进行了长达十分钟以上的视频拍摄。该

行为对受害人羞耻心的侵害程度及给公众带来的不安感，在同类案件中均属偏高，且原告数年前已有

过类似行为，此情节不容忽视。 

原告身为副检事，在人事院规则中属于管理职员，且作为独任制官厅享有比一般公务员更严密的

身份保障。其核心使命是追诉犯罪、维护治安，理应恪守极高的职业伦理。但原告不仅知法犯法，事

发后竟隐瞒长达两个月，期间甚至继续以副检事身份办理同类偷拍案件。这种做派彻底破坏了国民对

检察工作的信赖，事发后地检接到的民众投诉电话便是直接证明。 

裁判所指出，原告在被温泉员工追问时不仅拒绝承认反而逃离现场，甚至在侦查机关介入固定证

据前，抢先删除了电脑中的成人影像资料。结合其长期隐瞒事实并照常履职的表现，其事后应对极不

妥当。综合考量，本案完全符合人事院指针中“应比标准处分更重一档处理”的情形。即使原告以往

无违纪记录且日常表现良好，免职处分也并未在社会观念上显著欠缺妥当性，因此不构成裁量权的滥

用。 

2、 争议点②：处分前未给予正式的“辩明机会”，是否属于解雇程序违法 

原告主张，在处分之前，总务部长等人与自己的那次面谈，只是一次单纯的情况问询，并非是以

让他陈述意见为目的而进行的程序，面谈中也没有告知原告主动辞职可以作为减轻处分的情节，所以

那次面谈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辩明机会，本次免职处分存在程序瑕疵。 

裁判所指出，国家公务员的惩戒处分被明确排除在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因此法律上并不

要求在作出免职处分前必须给予听证或辩明的机会。即便如此，裁判所查明，处分前总务部长与人事

科长已经赴羁押所与原告面谈，确认了原告对其犯罪行为的辩解，也听取了其关于今后去留的想法，

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作出免职处分，程序并不算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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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争议点③：退职手当全额不予支付的处分是否合法 

原告认为，即便免职处分本身合法，处分方针中对于偷拍类违法行为的标准处分是停职或减工

资，本案本应可以用免职以外的处分解决、却特别从严处分，予以免职。退一步来说，即使免职，也

可以考虑只扣除一 

部分退职金而非全部。原告并非指定职以上的职员，也未刻意隐瞒，全额扣除抹杀了其过往功

劳，显失妥当。 

被告主张，运用方针明确规定，因懲戒免职等处分而退职的人员，原则上应当全额不予支付退职

金，只有在方针列举的四种特殊情形，才可以考虑仅扣除一部分，而本案并不属于可以从轻处分的情

形，因此不存在扣除部分退职金的余地。退一步来讲，即使属于可从轻的情形，从检察官职责特别

重、事发后隐瞒事实继续履职、此前已有偷拍前科却再度实施类似行为这些加重情形来看，也足以认

为属于加重处分的情形。 

裁判所认为，只有在社会观念上显著欠缺妥当性、超出或濫用裁量权时才会被认定违法。依照运

用方针，懲戒免职人员的退职金原则上应当全额不予支付，经审理，裁判所认为，结合本次违法行为

的动机、形态、结果，原告的职责与职务内容，此前已有偷拍前科却仍知法犯法，以及事后表现，可

以认定本次违法行为对国民关于公务的信赖造成特别重大的影响，而且没有发现任何应当予以减轻的

事由。 

裁判所进一步指出，即便考虑到原告并非指定职以上职员、此前没有处分记录、也没有积极实施

隐灭证据的行为等对原告有利的情节，仍然不能认定不予支付全部退职金的处分，欠缺社会观念上显

著的妥当性，或者构成裁量权的逾越与濫用。因此认定退职金不予支付处分合法。 

四、律师解析及实务建议 

中日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制度逻辑其实是相反的。中国《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第 6 项，把劳动

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列为用人单位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之一，用人单位据此享有较

为直接的单方解除权，不需要对行为与工作的关联性做过多的实质审查。而日本法无论是本案所适用

的国家公务员法体系，还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所适用的劳动契约法，走的都是另一条路：即使员工已

经被逮捕、被起诉、甚至被判处罚金，也绝不是想当然地就构成惩戒解雇或普通解雇的正当理由，处

分方必须证明存在客观合理的理由，且处分本身在社会观念上具有相当性。 

1、 在就业规则中明确界定“私生活非违行为”与“企业秩序”的关联 

即便涉嫌犯罪，也需要综合考察行为的性质、公司的业务种类及规模、员工在公司中的地位及职

种等诸多因素。企业切忌仅凭“员工被捕”这一单一事实直接下达解雇通知。必须在就业规则中明确

规定：“私生活上的违法行为，导致公司名誉严重受损，或对业务产生恶劣影响时，可予以惩戒解

雇”。完善规章制度是行使惩戒权的第一步。 

2、 精准评估员工岗位性质与企业社会评价的绑定程度 

本案原告之所以被重判，核心在于其担任“副检察官”，该职位自带极高的职业伦理要求及社会

公信力属性。同样是发生交通事故或痴汉行为，高管、财务核心人员、负有指导责任的前辈员工，其

违法行为对企业声誉的破坏力远超普通基层员工。在决定处分力度时，务必将该员工的职级、岗位特

性、企业品牌形象的影响深度纳入考核范围。并且应当结合行为性质、员工岗位职责、对公司信誉的

具体影响等要素，形成一份书面的综合评估记录，这份记录是将来应对争议的重要武器。 

3、 无论法律是否强制，务必切实施行“辩明程序” 

本案因涉及国家公务员，适用特殊法律排除了听证程序。但民间企业绝不能效仿。保障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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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审查解雇有效性的重中之重。企业在下达较重的处分前，即便事实确凿，也强烈建议书面通知员

工，通过面谈或书面形式给予其陈述辩解的机会，并把谈话内容落实成会议记录或确认书。程序上的

傲慢，往往是企业在劳动仲裁中败诉的最直接原因。此外，最好建立公司内部的惩戒处分先例台账，

确保对同类行为的处分尺度保持一致，一旦出现处分畸重畸轻的情况，也能提前发现并作出调整。 

五、小结 

这起案子里的原告，本身就是负责追诉他人刑事责任的检察官，最终却因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被追

究刑事责任，这种角色的反转带着一层讽刺意味。但抛开这层戏剧性，通过本案的审理，我们可以发

现，惩戒解雇作为最重的处分手段，不能仅凭一句涉及犯罪就草率作出，必须把行为的性质、员工的

地位、造成的实际影响、事后的态度，一项项摆到台面上仔细权衡。对于身处日本、习惯了另一套逻

辑的华人经营者而言，理解对员工进行处分需要有客观证据去支持这一点，可能比依据某一条具体法

条更重要。 

 

以上。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邮件咨询。（咨询时间：9:00～17:00）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TEL03-6275-0691/FAX03-6275-0692 

邮件咨询请点击此处 

https://www.labor-management.net/
https://www.labor-management.net/contact/

